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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近年来，日本的学界对德语圈民俗学的现代文化研究，尤其是这种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概念“日

常”呈现出浓厚的兴趣。笔者认为，这种关注正体现出了民俗学家作为生活在现代的生活者，却没

能很好地将其自身的“现在、这里”进行对象化的问题意识。

　　本文为Christian Göhlert与及川祥平根据搜集调查的成果，将德语圈中引入“日常”这一概念的

趋势称为“日常学”化并介绍其发展情况。之后，本文将根据上述问题意识，进一步探讨日本民俗学

在将“日常”作为核心概念时，可以展开怎样的研究和讨论。

1  德语圈民俗学中“日常”概念的历史

　　如李相贤、户晓辉等已详述，德语圈民俗学中所使用的“日常”概念不是民俗学独有的，它基于

埃德蒙德 · 胡塞尔和阿尔弗雷德 · 舒茨的现象学，尤其是生活世界概念之上（李 2015; 戸 2015），除

此之外，还有受到昂希 · 列斐伏尔影响的学派。

　　民俗学界在1969年法尔肯施泰因（Falkenstein）年会之后，在民俗学改革的浪潮中引入了上述

的“日常”概念。尽管如此， Utz Jeggle在1978年出版的《民俗学概论》一书中提出，民俗学本就有着

“日常”的指向性，只是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远离了“日常”（Jeggle 1978:85）。因此，德语圈民

俗学的“日常学”化，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也可以理解为重新找回民俗学学科方向性

的过程。所以，在如今的德语圈民俗学界，与其把“日常”看成一个新鲜的理论，不如认为它是体现

出学科基调的概念。Konrad Köstlin用“长时间燃烧的火炉（比喻长期的现象）”来形容作为概念的“日

常”，认为学者们用“日常”取代了“民俗文化”（Volkskultur）（Köstlin 2006:19）。当然，我们不赞

同仅仅置换了对象的用法，但不管怎样，可以认为在德语圈中“日常”已被看成是与学科本身的性质

紧密关联的概念，并逐渐稳固了其作为关键概念的地位。

　　据Calora Lipp考证，德语圈民俗学中最早使用“日常”一词的单著是1978年Ina-Maria 
Greverus出版的《文化和日常世界》。在此之前，Greverus曾在1976年向《民俗学杂志》投了论文《有

关文化和日常世界》。当然，更早以前也有学者用过“日常”或是类似的词语，但直到1970年后半开始，

才自觉地把它作为概念使用。而到了1980年代，“日常”的使用便在研究者中普及开来。

　　如本文开篇所强调，70年代对于“日常”的瞩目不仅仅是民俗学单独的动向，而是一股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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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性的潮流。阿尔弗雷德•舒茨在1950年代建立了现象学社会学，但直到柏格（Berger）和卢克曼

（Luckmann）的《现实的社会结构》一书出版之后他才被重视起来（バーガー／ルックマン 2003）。
《现实的社会结构》1966年在美国出版，1969年被翻译成了德语。此后，舒茨的著作在1975年被翻

译成了德语。另外，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出版于1946年和1957年，但直到1975年才被翻译

成德语（Lipp 1993:3-4）。
　　值得注意的是，法尔肯施泰因年会后的民俗学改革时期和德语圈内跨学科的对于“日常”的瞩目

处于同一个时期。同时，在这个时期，德语圈民俗学正在向社会学研究靠近。不过，“日常”并不是

其靠近社会学的方法。Jeggle认为，“日常研究”是连接社会学和民俗学的桥梁，同时也是连接民俗

学内部日渐分离的历史学研究和现代学研究的桥梁（Jeggle 1978:86）。所以，“日常”作为一个可以

融合多种民俗学研究，且重新连接相邻学科的术语受到了广泛瞩目。

　　这点也在法尔肯施泰因年会后的大学学科改革中对于“日常”的重视程度中得到印证。尤其

Greverus所属的法兰克福大学，以及赫尔曼 · 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和Jeggle所在的蒂宾

根大学便是重视“日常”概念的学派。下面将重点介绍Greverus和Jeggle的“日常”观。

　　Greverus把民俗学定义为“研究欧洲人日常生活世界的学问”，把文化定义为“生活的方法

（Mittel der Existenzbewältigung）”。刚开始，Greverus曾显现出把文化和“日常”同义化的倾向，

比如他将“文化分析”换言成“日常”研究（Greverus 1976）。但后来他把“日常”和文化作为一个对比

来看待。Greverus认为“日常”不是人们积极形成的，而是由文化产业（Kulturindustrie）制造出来的，

与此相对，人们积极形成的才是“文化”。她的课题是论“日常世界（Alltagswelt）”的经验可能性，即

考察人们如何接受“日常世界”，人们与“日常世界”的相互作用性。Greverus关注着逐渐扩大影响力

的社会学中“日常”的研究，并于1983否定了“‘日常’可以与其他文化区别开的观点”和“所有事物皆

是‘日常’的观点”（Greverus 1983:11）。也许正因如此，她在法尔肯施泰因年会上反对把民俗学看

做是“研究下层人们日常的社会学”的看法。Greverus所说的“日常”，指的是在人们生活的外侧产生

作用的事物，并不等同于“司空见惯”或“理所当然”。

　　另一方面，蒂宾根大学学派则不认为“日常”是由文化产业制造出来的，相反，它是被文化产业

所排挤开的事物。Jeggle在民俗学史中寻觅“日常”研究的开拓者，他参考1980年Karl Weinhold的
衣食住研究，形成了重视物质性的文化观。他所属的蒂宾根大学所开展的“日常”研究也以物的研究

为中心，未对间主观性构筑成的生活世界做探究。Jeggle认为胡塞尔、舒茨以及列斐伏尔等的“日常”

论和民俗学“没有太大的关系。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创造出一个经验文化学（笔者注：即民俗学）

可以使用的日常概念”（Jeggle 1978:83）。可以说，尽管身处相邻学科领域的潮流之中，但他并不

是把“日常”当做流行的理论来使用，而且站在民俗学的立场上进行创造性的接收。Jeggle之后，这

个研究方向发展为研究工人的文化和社会阶级等课题。Albrecht Lehmann对工人阶级所做的研究

便处于这个脉络之中。另外，比起Greverus，蒂宾根大学学派更重视历史性的研究。蒂宾根大学的

民俗学在70年代前曾作为媒体研究的重镇（ベッヒドルフ 2015），之后历史性的题目变得更强。

　　这股对“日常”瞩目的潮流也给德语圈民俗学带来了不少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人”的中心

化。很多学者开始关心个人的创造性、人们的濡化等问题。当然，德语圈民俗学一直以来就以“研

究人的学问”自居，但也仅仅将人看作为文化的保持者，这点在引入‘日常’概念后发生了很大转变。

比如，从前的物质文化研究一直以“物”本身作为研究中心，但是“日常学”的物质文化研究开始关注

物对于个人以及个人生活的意义（Lipp 1993:12-14）。Lipp在区别从前的研究方法与“日常学”的研

究方法时这么说道：“即使我们调查再多的收纳箱、橱柜、衣柜也无法弄清楚‘日常’是什么”（Lipp 
1993:13-14）。
　　对人的关注也催生了传记分析等研究方法，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反思研究者本身在调查中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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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这不是民俗学单独的潮流，和社会学、历史学也有着联动。例如，80年代前期，历史学中火

热的口述历史研究，民俗学和历史学采用“人类学方法”即重视主位（emic）视角的民族志。值得一提

的是，在80年代，民俗学的学生数量也在增加。Lipp认为这与同时代自文化批评的高涨不无关系

（Lipp 1993:12）。总之，民俗学的“日常学”化有助于使其脱离古色古香的学科形象，以文化学的姿

态再获新生，这种民俗学的发展也吸引着更多普通人的兴趣。

　　但是，民俗学在上述这股跨学科潮流中“日常学”化的过程也不是一路顺风顺水。在Lipp于1993
年发表的论文《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境界领域中的日常文化研究》（该文常被作为德语圈民

俗学中探讨“日常”概念时的基础文献）中，他把民俗学的日常文化研究放入学史以及相邻学科的对

比之中做了整理。Brigitta Schmidt-Lauber认为我们在解读Lipp的这篇论文时，有必要先理解当

时有关“日常”的诸多相邻学科中民俗学所处的境况，尤其是民俗学者感受到的来自历史学的威胁

（Schmidt-Lauber 2010:47），也就是说，历史学的“日常学”化给予民俗学以一种危机感。Lipp便
是在这喧嚣的讨论中写了这篇论文。

　　综上，“日常”概念的引入对德语圈民俗学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从跨学科层面上

来看，民俗学的“日常学”化带来向社会学、历史学的靠近，同时也引入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而从

民俗学内部来看，它在过去指向的研究和现代指向的研究之间充当了桥梁的作用，乃至学者们期待

它可以成为融合两者的概念。这种期待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在2010年，Schmidt-Lauber有过如下

发言（Schmidt-Lauber 2010:56）。

　　历史研究和现代研究，抑或，共时的文化分析和通时的文化分析，如果这之间存在连接彼此的

“纽带（Klammer）”，那“日常”便是其中的一个。不，可以说它就是纽带本身。民俗学的“日常”研究，

不管是将现代作为对象还是将过去作为对象，都采用了微观的分析和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很多情况

下也都伴随着聚焦主体的研究方法。

　　由此可以看出，德语圈民俗学至今仍在谋求着“纽带”发挥作用。尽管还有着需要融合的问题，

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可以看到“日常学”化提升了德语圈民俗学的社会地位。Schmidt-Lauber说“从

前说自己是民俗学家时，总是被示以同情的微笑或是悄悄地被告知对方有着共鸣”，但是，现在的

民俗学作为“日常学”（或者文化学）受到社会广泛的认知和关注（Schmidt-Lauber 2010:53），很多

学者都对“日常学”化给民俗学带来的影响给出积极的评价。

　　以上对“日常”概念被引入德语圈民俗学的过程以及其带来的变化做了概观，下面将讨论“日常”

概念作为分析视角的意义。

2  作为方法的“日常”

　　上文已经提到Greverus和Jeggle有着不同的“日常”观，事实上，在德语圈中不同的学者对“日常”

有着不同的解释，且这种不统一的使用状况也常为其他学者诟病。有的学者单纯地将研究对象称之

为“日常”，也有的学者探讨的“日常”是社会关注的对象。即便是后者的“日常”，也没有超出“普通

人的生活世界”的含义（Schmidt-Lauber 2010:50-51）。不过民俗学家们的兴趣点是：因为聚焦了社

会的关注，“日常”成为了非“日常”。

　　奥地利民俗学会2004年度年会论文集中收录了Konrad Köstlin的论文《作为欧洲民族学课题的

日常》，文中，他把这种“日常”的消失作为民俗学的基础立足点。下面我们从这篇论文的观点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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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日常”作为方法论的可能性（Köstlin 2006）１ 。
　　Köstlin认为“日常”有着难以被认知的特性。“理所当然（selbstverständlich）”意味着

人们无法看到其中的问题。一旦“日常”被作为一个对象摆上台面，那么它的“理所当然性

（Selbstverständlichkeit）”也就随之消失了。

　　Köstlin讨论的重点在于，一直以来民俗学都把“理所当然性”的“消失”作为其存立的基础。传

统的民俗学旨在于分析失去了“理所当然性”的“日常”。研究对象被置入消失、衰退或解体的过程中，

在社会中变得可见，被称为民俗文化或历史共同体，或作为怀旧的对象，发掘出地域的“特色”，或

成为消费的对象，或作为爱国心、爱乡心的凭依成为一个象征。笔者认为，整个日本民俗学界也符

合这个情况。再者，在日本的田野工作中，作为生活者的研究者往往选择对其自身而言“理所当然性”

比较稀薄的生活事象作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对信息提供者而言，只有“理所当然性”已经衰退了

的过去的事情才能在采访中讲述。

　　因此，Köstlin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文化在急剧变化，越发地片段化、多样化，所以

事物的“理所当然性”也更容易消失。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社会中，不易被认识到的“日常”很容易失

去其“理所当然性”从而变得可见。Schmidt-Lauber也指出现代社会中“曾经作为惯例实践的日常正

在不断消失”（Schmidt-Lauber 2010:50-51）。某个人的“理所当然”很可能对另一个人来说不是“理

所当然”，10年前人们的生活放到现在已经不是“理所当然”了，这样的例子想必每一个人都经历过。

随着社会多样化、片段化的加剧，个人或集团往往需要对其他个人和集团说明和解释自己如何吃饭、

穿衣，使用何种家具，在生活的诸多选项中如何做出选择，抱有什么想法等。不仅有说明的必要，

有时也会生出摩擦和纠纷。提倡张扬自身个性的风潮也与此相关。个性在人与人的交流中给予个人

以满足感，有时也有着经济或社会意义。这样，过去“理所当然”的事物，也便可能作为一种特别的、

独特的事物，被应用于与他人差异化的过程中。

　　Köstlin举了讷德林根市（德国）和德罗森多夫市（奥地利）结为兄弟城市的事例。两座城市都是要

塞都市，在城墙之中生活这一过去“理所当然”的生活，被重新看作为城市的特性，以此发展出了同

样拥有这种特性的多个城市间的交流。也就是说，如今这个需要在与其他人事物进行比较中说明自

我的社会中，自己的“理所当然”常被重新发现为不“理所当然”的事物。除此之外，所谓“记忆崇拜

（erinnerungskulte）”的现象也是“日常”被社会资源化的突出例子。如Wurstsemmel这种在奥地利

满大街都有的三明治以国民食物或灵魂食物的形式被强调为国家或地区的象征。也就是说，从日常

之中截取出来的事物被重新讲述为国家历史的一部分，由此个人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被结合了起来

（Köstlin 2006:27）。我们很容易便能想起日本民俗学中也把掌握“地域性”作为长久以来的课题。另

外，近代以来国民性文化的创造或提倡原有文化的现象也是日本民俗学常见的题目。

　　如果我们认同民俗学是基于“理所当然性”的消失现象而形成的学问，那么在这个一切文化的“理

所当然性”都很容易失去的现代社会中，民俗学应拥有着无比广阔的田野。民俗学的研究实践也是

把“理所当然”的不可见性进行可见化操作的行为。如前文所述，“日常”在被注视的瞬间，便从“不

可见”的事物变成了需要描述的特殊的事物。Köstlin称这个过程为：“日常”转变为“文化”（Köstlin 
2006:24），他的这个描述与德语圈民俗学以文化学看待自身相关。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日常”看

做为对于人们而言具有前意识性的现实或其感觉的方式，那么，作为对象的“日常”便是蕴含主题化

的可能性却仍未被主题化的整片领域。同时，探讨“日常”的研究实践是在研究者认知可能性的境界

线上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常”犹如一片“未知大陆”（引自德国汉堡大学2011年冬季学期的

Sabine Kienitz、Sonya Vindmøller的课程《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导论》的课堂讲义“概念与理论：

日常”，详细请参阅（及川 2014））。我们民俗学者作为“生活者”在自文化研究的田野中生活。对于

作为日常学的民俗学而言，与很多民俗学家苦心经营田野的融洽关系逐渐受到接纳的地域社会一样，



日常と文化　Vol.6（2018.10） 63

德语圈民俗学的日常学化——过程与意义（及川・Göhlert）

我们的“现在、这里”也与田野具有同样的价值。

　　基于以上对于“日常”的理解，Köstlin把说明“理所当然性”的结构与“理所当然性”消失的过程

作为民俗学的课题。笔者认为，这其中还可以加上事物转变为“理所当然”的过程。从这里对过程的

重视也可以看出Köstlin对民俗学的“历史学性”的重视。尽管德语圈民俗学把现代社会的都市空间

和科学技术世界作为主要的田野，但Köstlin认为民俗学之所以可以解读现代社会的都市生活，正

是得益于它长久以来把“从前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历史。为了发现现代社会的“理所当然”中

的不“理所当然”，需要一些积累和素材，而长期从事生活研究的民俗学在这方面有着深厚的研究积

累。所以，正因为“现代民俗学”是“现代”的民俗学，即把“现代”这个时间节点作为和其他的民俗学

研究相区别的指标，就注定了它需要是历史学性的。如果为了突出“不研究近代以前的事物”，或者

为了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有相近的研究方向，就简单地自称为“现代”是缺乏概念性思考的。河野

真曾对近年来日本民俗学中的“现代”热表示疑虑，他对民俗学家所称的“现代”的实际内容提出疑虑

（河野 2014）。因此，我们还需要更多把“现代”作为分析框架的讨论。

3  日本民俗学与“日常学”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认为如果日本民俗学要向“日常学”化发展，或者民俗学想有意识地锻炼已

经有的“日常学”的视角，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无计划地使用“日常”这一概念（例如把学科的研究对象单纯地置换为“日常”的操作）是非

生产性的。“日常”不应该只是笼统地把研究对象包括进来，而应成为民俗学为了有效地理解某种现

实而采取的方法论立足点。

　　第二，“日常学”不能单纯地等同于现代学。Jeggle、Köstlin、Lipp、Schmidt-Lauber这些“日常”

论的学者在构想“日常学”的同时也都一贯地重视历史学性的研究。Schmidt-Lauber就曾批评民俗

学过于偏重现代文化的研究，并指出：那种认为民俗学自我形象的“经验文化学”的“经验（Empirie）”
这一概念仅仅意味着对现代进行文化分析的想法还为时过早（Schmidt-Lauber 2010:55）。如前文

所述，德语圈民俗学界期待“日常”能够发挥“纽带”的作用，那么日本在对“日常”概念精细化时，不

应该重新在日本产生出这种在德语圈被认为需要统一的分裂。

　　第三，需要注意的是“日常学”不仅仅只是民俗学。毋宁说“田野调查”“民族志”这样的研究手

法，就连“文化”“民俗”这样的词汇也已经不是民俗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性了（Schmidt-Lauber 
2010:57）。现在已经无法将学科的认同置于一个研究对象或一个方法上了。

　　那么，在与相邻领域的界限逐渐模糊化的情况下，如果仍想让学科的轮廓更清晰一些，就更应

该重视学科积累的历史。现在的民俗学不可能完全脱离民俗学一直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民俗学一

直以来自称为乡土研究、自我省思的学问，同时构想着将来能有世界范围内融合的愿景，发展成为

一门研究自文化的学科。这段学科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在因社会、经济、政治的原因，自

我生活的“理所当然性”急速地动摇的体验之中，民俗学被设立为自文化研究的学问。另外，过去的

“理所当然性”曾被看成是理想生活的阻碍，有着需要民俗学将其对象化、可见化，进行反思性思考

的战略（室井 2010）。当然，以前的学科历史中有多少可以让日本民俗学作为“日常学”之一的积蓄，

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余地。

　　最后，需要注意在多样化中的社会中，作为生活者的研究者的“理所当然性”也是多样的。对于

把观察和采访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民俗学，如果把“自己”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工具（Schmidt-Lauber 
2007），社会的多样化也带给了各个研究者认为不言自明的事物的多样性。每一天，“理所当然性”



64

如何松动，什么被作为非不言自明的事物而浮出水面，这些都因人而异。日本社会因为生活的急速

变化，不同世代的研究者之间的现实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新谷 2009:71）。即便同世代的研究者

之间，因每个人的嗜好和生活经验的不同，看成不言自明的事物也很多样。在民俗学的调查中，研

究者的身体与调查数据呈现函数相关这一点已经被很多研究者提过，这与其说是在调查、分析时需

要注意的事项，不如说其中蕴含着将作为生活者的“自己”作为一种方法而升华的可能性。

结语

　　本文介绍了德语圈民俗学的“日常学”化的过程以及其中看出的意义，并且将其与日本民俗学相

联系做了讨论。民俗学考察自文化与社会中“理所当然性”的动态相联动。并且，社会生活中，“理

所当然性”的动态正在加速，“理所当然”正呈现多样化、细分化，这为民俗学提供了拥有无比广阔

的研究课题的田野。

　　上文已经提到并不是只有民俗学是“日常学”。但是，笔者认为在诸多学科中，只有民俗学可以

极其“日常学”性，也必须是“日常学”性的。

1 或许有人会觉得如何理解一个概念不属于方法论，但

是，选择理解对象的框架也是研究工作的过程。本文

将视角的选择也视为一种“方法”，且笔者认为，对于

民俗学而言，“日常学”在这个意义下才更有建设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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